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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困境与反思∗

王　 泰

摘　 　 要： 阿拉伯剧变后，能够对中东未来政治发展产生根本性、结构性与方向性影响

的因素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一，中东国家在短期内走完民主化进程的道路，既不现实也

无可能；其二，当前情况下，中东国家在政治上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其三，中

东国家发展面临的最现实和最紧迫的挑战是经济发展，对这些国家而言，告别贫困比告

别威权在当下显得更为重要；其四，虽然现阶段实现宗教改革并不可能，但作为影响地

区变革最重要的历史常量和政治文化因素，伊斯兰教发展的方向应该面向未来，从而起

到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其五，在中东实现内部和解对政治发展至关重要，而中东国家

未来政治发展的出路在于能否坚定地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这也是中东各

国在政治层面面临的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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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是阿拉伯世界内部寻求“自我解放”的一次勇敢尝

试，它既不同于受外部直接“强加民主”的伊拉克战争，也不同于 ２００５ 年穆巴拉克政

府“表里不一”的埃及修宪运动，表面上主动推动民主化，实际上是对外部压力的回

应。 虽然目前对阿拉伯剧变的深远影响作出准确的价值判断为时尚早，但它无疑是

一场具有广泛民主内涵的现代政治社会运动。 经历了剧变的阿拉伯世界乃至整个

中东地区国家，在探索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究竟留下了怎样的经验和教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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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又有哪些启示？ 本文试从历史视角来回答这一问题，并就阿拉伯剧变对未来中东

政治进程产生的根本性、结构性、方向性意义进行分析。

一、 现实之困： “到达丹麦”之路漫长曲折

正如威权统治的转型一样，比较政治学研究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弗朗西斯·福

山认为，政治学家不可能像经济学家那样找到所谓的“精简理论”，因为政治的关涉

因素庞杂，具有偶然性、本土性和回溯性的特点。① 二战以来，西方学者对于西方发

达国家政治发展的研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学术话语体系，即使对于像拉美、东亚，
或者东欧、非洲地区，其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视角、框架、方法和成果也已相当成熟。
唯有对中东地区的比较政治研究缺乏一个完整的体系。 正如所谓的“中东例外论”
那样，中东研究从体系上似乎是一个同样“被例外”的领域。

阿拉伯剧变以来，中东转型进程所展现出的残酷现实，让世界目睹了该地区对

通过变革实现从威权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建构、最终“到达丹麦”的期待，但这无疑

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福山提出的“到达丹麦”，其实是一种政治建构的“想象”或
“隐喻”，即建立现代政治制度。② 因此，如伊拉克、阿富汗等所谓“异常混乱和贫穷

的国家”最终都能转变成为“丹麦”，对于比较政治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都极具吸引力

和挑战性。
无论是从国际历史经验比较的理论视角，还是从中东政治演进的现实视角，尤

其是从阿拉伯剧变爆发以来中东秩序的“崩溃”来看，中东国家在短期内建立现代政

治制度的可能性较低。
现代民主制度在西方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其间充满了制度形成

与变迁的偶合性、复杂性、艰难性与渐进性，在其他地区建立现代民主制度更不可能

一蹴而就。 萨缪尔·芬纳（Ｓａｍｕｅｌ Ｅ． Ｆｉｎｅｒ）在《统治史》中指出，“现代国家和工业

资本主义的到来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技术问题、经济问题或生活质量指标、政治发展

和思想进步等问题，它们跌跌撞撞地到来是西方社会政治、思想、经济和军事等因素

相互冲突的结果”③。 因此，民主制度的演化过程显然不是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言的

“自发理论”，而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逐渐建构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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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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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第 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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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山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国家、法治、问责制政府是有效政治秩序的基石，它

们出现及组合的方式导致政治形态的结果各异。 实际上，以上三种因素结合在稳定

的平衡中，能取得这种平衡，本身就是现代政治的奇迹。① 将现代制度移植入其他社

会，在没有考虑现有规则和意愿的情况下是事倍功半的。 建立制度不像建造水电大

坝或公路网络，其间必然有许多困难亟需克服。 当务之急首先应是达成必须要变革

制度的共识，其次与支持变革的人们一道战胜旧制度中既得利益群体的抵抗，最后

建立并遵守一个值得大家信服的新行为准则。② 从政治演进的现实视角来看，经历

了剧变的各阿拉伯国家为何会在通向现代民主制度的道路上遭遇如此多的坎坷？

“９·１１”事件以来，中东地缘政治经历了深刻变化，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不论是美国试图从外部强行“民主改造”中东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

争，还是从地区内部主动寻求民主的阿拉伯剧变，似乎都以失败而告终。 “９·１１”事

件以来，美国高举反恐大旗，强行推出了“大中东民主计划”，许多地区国家在强制性

改造中不得不接受民主的“夹生饭”，为阿拉伯剧变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反观几年来

阿拉伯剧变的发展，其摧毁性显然多于创建性。 埃及威权政府回潮倒水；利比亚、叙

利亚、也门内战久拖不决，引发了一波又一波人道主义危机；突尼斯政治重建进程较

为顺利，于 ２０１４ 年底选出新一任总统埃塞卜西，但经济复苏势头仍不明朗。 美国学

者伊萨克·迪旺（ Ｉｓｈａｃ Ｄｉｗａｎ）对此感叹：“如今，自‘阿拉伯之春’的废墟中崛起的新

政权，从已完成的交易中继承了一套残破的制度。 拜‘小官贪腐’和极端化的政治环

境所赐，落实公平而执行有力的规则，当前亦不可期。”③而西方所谓“阿拉伯之春”

的术语对应的是东欧国家的民主化转型过程，从先验的角度来看，这一表述过度简

化了中东政治因素的复杂性，事实也确实如此。

其次，中东传统政治秩序近年来趋于崩溃，特别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崛起

给地区和世界安全，乃至人类文明进程都带来了严酷的挑战。 “伊斯兰国”组织经历

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该组织早年活跃于约旦，“９·１１”事件后转战阿富汗，２００３ 年后

在伊拉克北部发展壮大，直至在叙利亚内战中迅速崛起，２０１４ 年宣布“建国”。④ “伊

斯兰国”组织拥有管控严格的官僚机构、统筹完善的基层组织、有效的经济财务管

理，同时还具有运用新媒体进行自我宣传的能力。⑤ 从秩序构建和治理的角度来看，

尽管该组织缺乏政治合法性与正义性，但在战火纷飞的伊拉克及叙利亚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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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第 ２１ 页。
同上，第 ４３３ 页。
［美］伊萨克·迪旺：《五年后，“阿拉伯之春”留下了什么》，载《青年参考》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第 ２ 版。
［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姜奕晖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４３ 页。
同上，第 ４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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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它却部分承担了衰败政府的治理责任，如对面包等必需品提供

价格补贴、修复基础设施、提供医疗保健等服务。① 正如英国学者查尔斯·利斯特所

言，死刑（有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或者被投石处死）和截肢（谋杀、通奸、抢劫等罪行

的刑罚）无疑表明了“伊斯兰国”组织令人震惊的残暴程度。 此种“大棒”，再加上社

会服务所提供的“胡萝卜”，有时会让“伊斯兰国”组织至少在近期内成为可行的替代

选择：一方面替代压制、注重宗派、深受境外影响的政府，另一方面替代无能的“温

和”反对派。②

然而，尽管“伊斯兰国”组织绝不是一个合理合法的主权行为体，但却具有极大

的冲击性。 该组织的崛起实质性地摧毁了中东腹地的边界划分，强烈冲击着威斯特

伐利亚体系框架下的中东主权国家秩序。 美国著名学者基辛格对此忧心忡忡，他认

为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周边地区的冲突是一个不祥之兆：国家分裂为不同部落和教

派单元，其中有的分布在现存边界两边，彼此或你死我活地拼杀，或受到相互竞争的

外部派别的操纵，除了实力至上法则（霍布斯也许会称之为自然状态），不遵守任何

共同规则。③ 秩序重建的前提是民族国家的重建，因此，一个完全缺乏秩序、混乱且

动荡的中东很难实现真正的民主。

二、 政治之道： 实现“良治”比追求民主更紧迫

对中东而言，既然“到达丹麦”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过程，那么经历剧变后的中

东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又是什么？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伴随世界“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到来，大量威权主

义国家以不同方式建立了民主政体，并实现转型。 在大约 ３０ 年的时间内，世界范围

内的民主国家从此前的 ３０ 个发展至近 １２０ 个。④ 美国学者拉里·戴蒙德认为，自民

主国家出现以来，上述 ３０ 年是民主制度扩散最广泛的一段时期。⑤ 此等“民主盛世”
不禁使许多学者认为，民主政体的建立将为这些国家提供强劲的发展动力，经济繁

荣的成果也将惠及民众，并最终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民主、和平及繁荣的世界。

然而，上述观点忽略了部分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分裂、内战、经济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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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查尔斯·利斯特：《“伊斯兰国”简论》，第 ８５－８６ 页。
同上，第 ８７ 页。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１７９ 页。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２０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５ 页。
［美］霍华德·威亚尔达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比较研究》，榕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第 １５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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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盛行、国有资产流失，以及非民主政体回潮倒水的情况。 “民主政体”究竟能否

提高政府质量，进而使国民享受到发展成果等问题成为困扰政治学研究的难题。
“在传统的观点来看，由于民主能够内在地满足政治平等和自由的要求，以选举为代

表的参与和竞争的扩大，会为民主政体带来政治正当性的基础。 民主政体之所以能

够广泛传播，正在于它能够通过选举而在政治的‘入口’或‘起点’上为特定的政府提

供政治正当性。”①但研究表明，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并非只是由选举程序产生的代表

性决定，实际上政府质量所产生的政治绩效仍发挥了主导作用，无论对于新兴民主

国家，还是老牌民主国家，情况都是如此。
这意味着，良好的政府质量或者说实现“良治”远比追求民主更加重要。 事实

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政府优先性”问题，或者说建立“强国家”、“强政

府”绝对不是什么“老革命”遇到的“新问题”。 早在半个世纪前，亨廷顿就在《政治

发展与政治衰败》、《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等著述中就强调指出，“要根除国内政

治的动荡与衰败，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并依靠强大政党的缔造与巩固来维持稳

定”②。 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东民族国家体系形成的过程中，由第一代中东民

族主义者建立起来的威权政治秩序具有其内在的合法性基础，代表了一段时期内中

东政治发展的方向，为民族解放、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必须

予以肯定的。 然而，时过境迁，在种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这些政权最终在剧变中被

推翻，成为一个以“弱国家、破碎的经济和脆弱的政权”为特征的“伤痕累累的新

世界”。③

因此，当福山提出强国家、法治和问责制政府三位一体的政治秩序时，充其量只

能说是“年轻人”遇到了“老问题”。 英国剑桥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朗西曼指出，在

强政府、法治、民主问责三者的平衡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强政府的作用，一个缺乏治

理能力的政府无一例外地会在民主化进程中道路坎坷，甚至民主会加剧国内的动荡

因素，从而侵蚀政府施展权威的能力。④

事实上，美国试图在伊拉克、阿富汗建立的“民主橱窗”并没有如其所愿。 在政

权支离破碎后丧失治理能力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政府虽然是“民主”的，但绝不是有效

的。 伊拉克为照顾各方势力而不得不面临政府机构臃肿、国家行政开支沉重的现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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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戴维·朗西曼：《福山的良治社会三要素》，许雯佳译，ＦＴ 中文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５８５７６，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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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据统计，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伊拉克政府因腐败就损失了 ３，０００ 至 ５，０００ 亿美元，①

政府和军队中充斥着领取空饷的人。② 对受到剧变冲击的政权而言，本就良莠不齐

的国家治理效能普遍被民主制度所稀释，更加凸显了乱局下对“良治”的迫切需求。
２０１１ 年“一·二五”革命以来，埃及同样面临民主化操之过急的问题，穆尔西政

权遭埃及军方罢黜，恰恰表明了埃及人民“要民主，更要良治”的决心。 穆巴拉克政

权被推翻后，作为埃及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成果，穆尔西成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

统，但穆尔西同时也被评价为一位糟糕的领导人。 穆尔西及其穆兄会支持者更关注

巩固政权，而不是兑现其承诺。 如果抱着民主主义的陈词滥调，那么埃及人民理应

继续通过民选的方式使之下台，但缺乏耐心的埃及人民最终寻求军队通过政变方式

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这正是由于穆尔西没有带来民众期望的“良治”与绩效。 因

此，就国家而言，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使命任务，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也是个奢侈

品，只关注民主化而忽视国家的构建，民主转型便只能成为奢望。③ 加强中东地区

“强政府”的构建，既需要地区层面内作为“硬件”的民族国家重建，也需要作为“软
件”的政治制度化的提高。

从民族国家构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来看，中东地区本身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处于较低水平，国家构建仍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单一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认同向国

家认同的转变基本上也是步履蹒跚。 阿拉伯剧变带给地区国家的教训是，追求所谓

“一人一票”的民主，只会更加突出部落、民族、宗教等利益团体的归属感，这是造成

利比亚、也门、伊拉克战局，以及埃及、突尼斯（这两个国家已经基本稳定）等国内部

政治纷争频仍的重要原因。
从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强政府”也需要突出“良治”，这既是阿拉伯剧变爆发的

深层原因，也是中东国家未来政治发展的方向。 总体而言，中东国家政治体系构建

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在宏观政治要素构成中，政治继承、政治参与、政治文

化以及政治责任是中东国家加强“良治”过程中需要突出的四大政治要素；从国家治

理角度讲，政府体制建设以及经济治理问题是中东国家维护政治、社会及经济稳定

的两大支柱。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是实现“良治”的制度基础。 对于阿富汗、利
比亚、伊拉克等国而言，他们迫切需要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 埃及、叙利亚、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从表层意义上虽已经建立起了民族国家，但本质上仍需要实现

现代化的深入发展，至少需要具有比较充足的官僚阶层储备，法治逐渐超越人治，政

·０８·

①
②
③

Ｌｏｖｅｄａｙ Ｍｏｒｒｉｓ， “Ａ Ｐｅｒｉｌｏｕｓ Ｐｌｅｄｇｅ ｔｏ Ｔａｃｋｌｅ Ｇｒａｆｔ ｉｎ Ｉｒａｑ，”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３， ２０１５．
Ｂａｇｈｄａｄ， “ Ｉｒａｑｓ Ｔｒｏｕｂｌｅ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Ｕｎｅａｓｙ 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５．
田小红：《一个管事的“强政府”比民主更重要———读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载《国外社会科

学》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第 １４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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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对社会的供给性服务也需要得到提升。 更为关键的是，对中东国家而言，无论其

是共和制国家，还是君主制国家，从多个层次和维度重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同时，更需

要有效统筹各阶层和社会资源，告别“不同政治派别的‘意识形态秩序’、地方政府的

‘家族秩序’、各种利益集团的‘狭隘利益秩序’等”，①其要旨是使中东国家整体上拥

有一种统一、稳定的秩序结构，使社会经济政治等得到正常发展。② 此外，在从乱局

向稳定的过渡转型过程中，国家治理不是一种可供简单模仿的全球统一模式，而是

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变革。 中东国家根深蒂固的伊斯兰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类型各

异、层次不一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地区国家绝对不能遵循单一的、他者的发展模式，
关键是抓住“强政府”的“良治”思维，走上复合式的、适用于本土的发展道路，突出治

理绩效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三、 经济之基： 告别贫困比告别威权更重要

任何关于政府良治和民主的讨论都无法回避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人
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③那些叫嚣即便

是“坏的民主也比好的独裁要强”的言论，实际上忽视了人的基本需求，更像是一种

缺乏理性的强词夺理的文字游戏。 “人们追求民主，完全不是为了更加糟糕的生活，
更加混乱的社会，这种噩梦般的社会完全违背了梦想的逻辑，本身就抹黑了人们的

美好向往，用理性缺陷代替了明确的目标方向。”④

近代以降，中东面临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巨大压力，民族独立成为时代的主题，这
在很大程度上使发展无法提上历史日程。 从东方国家遭遇的普遍历史经验来看，不
实现民族独立，便谈不上发展。 但在民族独立的任务完成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步

就应成为最主要的民族任务。 然而，中东国家在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后，由于

种种原因，很多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无暇顾及发展问题，或在发展方向上出现偏差。
直至目前，除以石油美元支撑经济的海湾国家外，其他国家的经济大多乏善可陈，最
终演变成一幕幕民生之困的悲剧，进而引发了剧烈的政治动荡，其经验和教训是值

得深刻记取的。⑤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景维民、张慧君：《制度转型与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进程、问题与前景》，载《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第 ７６ 页。

同上。
［德］恩格斯：《马克思墓前的讲话（１８８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前后）》，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

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００２ 页。
陈功：《民主不可能通过转型实现》，ＦＴ 中文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５５２３０，登录时

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
李意：《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期的不稳定因素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 年第 ７ 期，第 ５５－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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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程长期受外国干预，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国际市

场，在全球化分工中处于边缘位置。 外部干预尤其加剧了中东国家的贫困与落后，
扩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经济差异，使其经济结构长期处于畸形状态。 其次，战
争、动荡和国际制裁长期伴随并制约中东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与世界其他地区和

国家相比，中东国家社会财富的积累经常受到动乱、内战和国际制裁的制约或被打

断，其严重阻碍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再次，许多中东国家，特别是海湾国

家的经济发展严重依赖油气资源出口，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畸形发展，使其

面临社会改革的沉重压力。 最后，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许多中东国家的民众

并未充分享受到现代化成果，政府的经济政策未能改变民众生活水平止步不前或倒退

的现实，导致城市建设滞后、失业率上升、社会失序、文化冲击等一系列问题。 当民众期

望通过改变政治制度来摆脱上述困境时，通常会诉诸暴力，从而引发大规模社会冲突。
阿拉伯剧变以来的政治实践表明，这些国家不仅没有实现繁荣与稳定，反而出

现了更加严重的政治衰朽和经济恶化。 经历剧变的几个主要阿拉伯共和国 ２０１０ 年

到 ２０１５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如下表所示），充分说明了剧变给经济增长所带来

的冲击与影响。 此外，阿拉伯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的不满情绪也不断上升，民意调

查显示，突尼斯和埃及民众的不满意率高达 ７８％和 ６２％；同时，认为国家经济状况较

此前更为糟糕的民众更多，在突尼斯和埃及分别达到 ８３％和 ７６％。① 有阿拉伯学者

感叹，当前阿拉伯国家的民主化是“有毒的民主”，它将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继索马

里、伊拉克和苏丹之后沦为“失败国家”。②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五个阿拉伯共和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年份 埃及 突尼斯 利比亚 也门 阿尔及利亚

２０１０ ５．１％ ３．２％ ５．０％ ３．３％ ３．６％

２０１１ １．８％ －０．５％ －６２．１％ －１５．１％ ２．８％

２０１２ ２．２％ ４．７％ １０４．５％ ２．５％ ３．６％

２０１３ ２．１％ ２．５％ －１３．６％ ４．２％ ２．８％

２０１４ ２．２％ ２．７％ －２４％ ／ 　 ３．８％

２０１５ ４．２％ ０．５％ －５．２％ ／ 　 ２．８％

资料来源： “ＧＤＰ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ｎｕａｌ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 ／ ／ ｄａｔａ．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ＭＫＴＰ．ＫＤ．ＺＧ，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８·

①

②

Ｈａｆｅｚ Ｇｈａｎｅｍ， “Ｗｉｌｌ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Ｆｏｌｌｏｗ Ｅｇｙｐｔ？，”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ｅｄｕ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 ／ ｗｉｌｌ⁃ｔｕｎｉｓｉａ⁃ｆｏｌｌｏｗ⁃ｅｇｙｐｔ ／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薛国庆：《转型阿拉伯国家的社会文化思潮》，载刘中民、朱威烈主编：《中东地区发展报告：转型与动

荡的二元变奏（２０１３ 年卷）》，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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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怎样的政府才能给中东带来幸福？ 重建的政治体制是否能够解决这

个问题？ “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

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步’的。 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

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

牺牲、坚定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①列宁百年前说过的这段话为中东

国家重建治理能力指明了方向，即民众渴望经济的发展。 无论何种政权，当前中东

国家的执政根基都是经济治理。 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中东国家政府应在经济治理

方面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优化经济决策过程对提升中东国家的经济治理能力极为重要。 在市场经

济体系大体形成的基础上，政府必须加强公共和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并将发展保

护性市场作为经济“再起步”阶段的重中之重。 在近代以来的经济史上，无论是“西
方模式”还是“东亚模式”，都不是在自由市场的状态下实现发展的。 当前，中东国家

内部确实尚未形成可以驾驭全球化的制度手段，且在商业领域和劳动力方面都不具

备竞争优势，②因此对本国市场加以保护便显得尤为必要。
其次，中东国家市场经济形成与发展的根本要素是生产力的发展，即工业化水

平的提升。 综合来看，除土耳其、伊朗具备较为健全的工业体系外，其他地区国家

的工业化或处于较低水平，或各工业部门比重失衡。 黎巴嫩、约旦、埃及、叙利亚、
也门等国家大量的劳动力集中于农业部门，侨汇、旅游及外部投资占经济比重较

大。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埃及全国就业人口达 ２，３９０ 万，农业和渔业仍然是吸纳雇

工最多的部门，占 ２６．５％。③ 整个中东地区的支柱性工业为石油和天然气的原料

生产及石化工业，这决定了地区国家尤其是海湾产油国受世界能源市场的波动影

响较大。④ 因此，发展健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较大程度减少中东国家的经济波动，促
进就业率及国家税收的增长，并逐步孕育出强大的中产阶级力量，从而保持中东

国家的政治稳定。
再次，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治理方面需要具备更加开明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

对于现代经济因素要合理利用而非从原则上加以限制。⑤ 伊斯兰经济思想强调的平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列宁：《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１９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

译局编译：《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３２５ 页。
冯璐璐：《中东国家经济转型中的风险研究》，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期，第 ４８ 页。
杨光：《埃及的人口、失业与工业化》，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第 １２７ 页。
冯璐璐：《中东国家经济转型中的风险研究》，第 ４６－４７ 页。
当代伊斯兰经济学者主要持“调和论”观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穆斯林经济学家范格里，他将 １４００

余年的伊斯兰经济史与当代经济加以调和，提出两点：一是伊斯兰经济原则无可变更，因为它建立在永恒的《古
兰经》和“圣训”之上；二是伊斯兰经济系统可以根据社会的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参见马玉秀、翁笑然：《伊斯

兰复兴思潮下的伊斯兰经济思想》，载《中国穆斯林》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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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团结和互助理念不足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缺乏在激烈市场竞争和较低生产水

平的情况下增加原始积累的可行性。 此外，部分学者在谋划自身经济发展时，对中

东与西方经济之间长久以来的依附关系具有一种排斥反应。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当今世界经济体系尽管不甚公平，但已较为成熟。 如何融入体系，并有效规避经济

风险才是问题的重中之重。

最后，中东国家的经济治理尤其要弱化外部金融资本的干预和过度输入。 西方

国家及国际组织在提供经济援助时，开出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筹码”，反而加强

了中东国家经济的依附性。 同时，大量援助被官僚窃为己有，国家经济没有实现资

本的集中使用，却造成大量赤字。 中东国家如不以最快速度发展和强化自身的工业

水平、经济体制、分配和计划制度，无疑会面临经济崩溃的危险。

四、 文化之思： 面向未来而不是回到过去

福山在分析发展中国家难以“到达丹麦”的原因时提出，制度反映了所处社会

的文化价值，谁也不清楚“丹麦”的民主政治秩序，是否“能在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

中扎根”①。 中东地区具有与欧美迥然不同的文化土壤，对中东国家而言，不论多

种多样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如何分野，终究离不开世俗与宗教两大力量。 那么，究

竟该如何看待中东国家的宗教与世俗问题，是否如人们印象中的那样———二者之

间总是矛盾和对立，并日渐疏离呢？ 事实上，我们应避免把宗教与世俗的关系简

单化。 如果从民族主义的外部指向角度来看，二者的关系与其说是对抗性的，不

如说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具有强烈的反西方色彩和功能。 因此，中东地区民族

主义的立场实际上表现为世俗与宗教在时间上是继起的，在空间上是互补的。 只

是在涉及国家内部治理时，二者的矛盾才会上升为主要矛盾。 然而，从内部关系

和治理角度来看，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的“不离不弃”正是中东问题的特殊性和复

杂性所在，“坚持世俗”还是“回归宗教”始终是中东国家所有人不得不面对的“真

问题”。

阿拉伯剧变发生后，政治伊斯兰势力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崛起一度成为突出的现

象，西方学者一度感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变成了“伊斯兰之春”。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制宪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同年 １１ 月，摩洛哥正义

与发展党在众议院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

·４８·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到法国大革命》，第 １９－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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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西当选为埃及历史上首位民选总统，成为政治伊斯兰势力走向巅峰的标志；同年 ７

月，利比亚正义与建设党在国民议会选举中成为第二大党。 如果我们将视野放在更

广的地域范围和更宽的历史时段进行追溯，早在 ２００６ 年哈马斯便赢得了巴勒斯坦地

区立法委员会选举，并组建自治政府；黎巴嫩真主党 ２０１１ 年组阁执政；埃尔多安率领

的正义与发展党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主政土耳其；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国家的意识形态长期

以来处于瓦哈比主义的主导之下；伊拉克和叙利亚则受到以“伊斯兰国”组织为代表

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摧残；伊朗自 １９７９ 年后建立了伊斯兰神权共和国；塔利班在阿

富汗统治被推翻后影响犹存。

正当人们关注于政治伊斯兰的力量及其影响迅速上升时，地区国家的局势却

又如坐“过山车”般急转直下。 ２０１３ 年后，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导人巴利辞

去总理职务，当年 ８ 月，突尼斯制宪议会暂停工作，标志着议会开始与伊斯兰复兴

运动党公开对抗。 穆尔西在执政埃及满一周年后遭遇民众大规模抗议浪潮，被军

方罢黜。 一系列事件使人们意识到，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运动正在遭受重大挫

折。① 面对如此情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原因使剧变以来看似风起云涌、民意

基础雄厚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在短期内即土崩瓦解？ 纵观阿拉伯剧变以来政治伊斯

兰势力的起落可以发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有关治理与绩效的问题，而政治伊斯

兰恰好不擅长于此。

如果说世俗化与伊斯兰的选择是困扰中东伊斯兰国家第一层次的根本性问题，

那么对于伊斯兰本身而言，还存在第二层次的问题，即在面对机遇时究竟是尝试“面

向未来”，还是执意“回到过去”。 事实证明，政治伊斯兰已深陷“回到过去”的泥潭难

以自拔。 长期以来，政治伊斯兰力量以规范信仰、重建“乌玛”（信仰共同体）为手段，

抵制当前的道德沦丧和专制统治。② 但也正是这种保守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力量大

多都以“回到过去”的思维方式行事。 阿拉伯剧变发生后，伊斯兰主义者以“回到过

去”式的口号进行参选，竞选成功后又以“回到过去”的理念作为政策准则。 拥有旧

日情怀的伊斯兰主义者总以历史上四大正统哈里发“黄金时代”的荣耀引古勉今。

大部分伊斯兰主义者认为，只有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实行哈里发统治的政

体才具有合法性。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竞选中的政治口号便是“伊斯兰是解决办

法，是一劳永逸的改革”。③ 穆尔西上台执政后，穆兄会提议设立“伊斯兰学者委员

·５８·

①
②

③

林海虹、田文林：《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评析》，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第 ３８ 页。
Ｍ． Ｒ． Ｋｈ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Ａｉｒ Ｐｏｗ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 Ｎｏ． ４， ２０１１，

ｐ． １０８， ｈｔｔｐ： ／ ／ ｃａｐｓｉｎｄｉａ．ｏｒｇ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ＰＪ⁃ｗｉｎｔｅｒ⁃ｏｃｔ⁃ｄｅｃ⁃２０１１．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０ 日。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ａｓ Ｅｌｓｅｗｈｅｒ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ｓ Ｎｏｔ ｔｈ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Ｅｇｙｐｔ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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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负责审查所有法案是否与伊斯兰教法相符。 更加激进的萨拉菲派则强调禁酒、

戴面纱、男女分开。① ２０１２ 年底穆尔西宣布在制宪过程中议院和制宪会议可以不受

法院裁决的影响，并强行推行伊斯兰性质的宪法。 突尼斯同样如此，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突

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领导的政府同意赋予一个主张推行严格伊斯兰教法的公民

社会组织“温和觉醒与改革协会”以合法宗教团体的地位。 总之，对于阿拉伯国家而

言，一味地寻求回到过去而不立足当下、更非面向未来的道路是注定不能长远的，这

也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总结起来，政治伊斯兰的“软肋”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②

第一，政治伊斯兰拒绝接受世俗主义，认为世俗主义基于西方自由主义，其

目的是损害伊斯兰教的影响，为西方殖民者服务。 在深受西方干预的中东国家，

这种独特的价值观使政治伊斯兰比世俗力量更具道统优势。 当阿拉伯国家世俗

化努力受挫并进入大变革时期时，民众很可能将“转向伊斯兰”作为突围路径。

然而，阿拉伯国家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环境与伊斯兰教初创时期存在天

壤之别，寻求通过回归传统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愿望，很难将传统价值与复杂现实

进行“对接” 。

第二，在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根植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教面临

与时俱进的难题。 当前的中东政治伊斯兰势力表面上辐射到社会各个阶层，呈现出

“全民党”的特征，但实际上只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甚至买办阶级的利益。 据悉，埃及

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层多属于富裕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沙特和美国的资金援

助，外围是中产阶级中的“蒙昧主义者”，基础是宗教协会通过慈善服务招募的平

民。③ 这种阶级属性决定了政治伊斯兰势力即使上台执政，也不可能是先进阶级取

代落后阶级，更不可能实现先进生产方式取代落后生产方式的变革。 这种矛盾性在

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朗、苏丹等国家中均有体现。④

第三，政治伊斯兰势力沉重的历史包袱制约了社会发展道路的多元性。 从伊斯

兰教发展的历史看，“创制之门”自 １０ 世纪之后就已关闭，目前伊斯兰教仍处在一个

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但其具有强烈的涉世性，大多数世俗政治体制国家无法脱离

伊斯兰教的影响，伊斯兰教不只是宗教，还是政治、伦理观念和社会组织。⑤ 最重要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ａｙｏｕ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Ｅｖｅｒｙｗｈｅ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ｓｅ，”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Ｖｏｌ． ４０１， Ｎｏ． ８７６３， ２０１１， ｐ． ４９．
林海虹、田文林：《中东转型中的政治伊斯兰运动评析》，第 ３５－４１ 页。
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 “Ｓｐｅａ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Ｅｇｙｐｔ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ｘｉｓ ｏｆ Ｌｏｇｉｃ，ｈｔｔｐ： ／ ／ ａｘｉｓｏｆｌｏｇｉｃ．ｃｏｍ ／ ａｒｔｍａ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６２２７９．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８ 日。
Ｄｅｅｐａ Ｋｕｍ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Ｊｕｌｙ⁃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１．
王京烈：《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载《阿拉伯世界研

究》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第 ５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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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主要出发点与落脚点仍停留在对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改造，

忽视了经济建设对于执政者的重要性。 从另一个角度看，“回归过去”的思路限制了

政治伊斯兰势力对现代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 当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对更美好生活

的追求成为民众的首要诉求，而这恰恰是政治伊斯兰势力无法解决的问题。 ２０１１ 年

初，开罗解放广场的示威口号体现了埃及民众对自由、尊严、公平、正义的普遍诉求，

而不是为了“面包”，但经历过几年的动荡和经济停滞之后，埃及人提出“给我面包

吧，其他都不重要”①，这也成为埃及、突尼斯等中东国家政治伊斯兰势力最终下台的

重要原因。

伊斯兰主义者或者说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出路绝不在于“回归过去”，而是必须勇

敢、包容和积极地面向未来。 当前中东国家的政治在世俗与宗教博弈的现实表明，

伊斯兰主义者为中东政治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 当然，伊斯兰主义者需要

“面向未来”绝不意味着要“忘记过去”。 作为中东伊斯兰国家穆斯林民众精神核心

的伊斯兰教是无法被“忘却”的，这是一个变迁中的心理适应与文化抗拒的问题。 近

代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的弱势心理，导致这些国家的穆斯林

在应对现代化和全球化挑战的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不适或异常的文化抗拒现

象。 这种现象进一步导致掺杂着激进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等多重矛盾

对抗性基因的各种伊斯兰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但都未取得成功。 因此，伊斯兰

教作为一种文化需要得到坚守，关键在于如何在坚守伊斯兰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实

现变革与发展；伊斯兰教应更多地作为穆斯林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体现，而放弃

对政治的干预。 中东伊斯兰国家既不能回到 １，４００ 多年前伊斯兰教的初创时期，更

不能因全盘模仿西方而陷入“邯郸学步”的另一极端。

五、 民族之信： 找寻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中东国家最终能否走上政治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它们最终会走向何处？ 为了

回答这个世纪性的“中东之问”，除必须处理好上述四个方面的难题与挑战外，还需

要从政治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顶层设计来解决两个关键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民族和解与政治包容的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

人们对和解的关注远不如对冲突的关注。 但事实上，实现各方和解才是政治良性发

展的基础，“和解”意味着宽恕、宽容、平息纷争、重归于好。 作为世界热点的中东国

·７８·

① 周轶君：《埃及革命死了吗？》，ＦＴ 中文网，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５６７６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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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面临不同宗教意识形态、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冲突，同一国家内部各种政治势

力、宗教派别、族群的冲突，乃至世俗与宗教的冲突等。 在政治变迁的过程中，原来

被掩盖和被压抑的问题重新暴露出来，使冲突成为常态，和解和包容反而成为政治

发展的“稀缺”因素。

牛津大学保罗·科利尔教授对埃及过渡时期的几种“信任”状况进行了分析，主

要观点如下①：

第一，从包容性政府的角度来看，穆巴拉克政权倒台之后，仓促举行的选举成为

民主设计不当的关键。 但在当时权力真空的背景下，不举行选举似乎又不足以维持

未来新政权的合法性。 但问题在于，这在脆弱的过渡政权中常常是伴随着风险的。

根据过渡性选举的心理学，经由此前未经检验的投票系统使落败的一方不可避免地

产生质疑而不接受结果。 选举的结果是一大群公民被排除在权力之外，并认为他们

的失败是非法的，对于那些认为合法性很重要的关键群体，即那些不支持政府的民

众，不会授予政府合法性。 相比之下，同样的心理偏差可能会让赢家相信，他们对权

力的垄断是合法的，因此没有义务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来执政。

“赢家滥用胜利，排除异己。 输家不承认赢家的合法性，所以在适当的时机走上

街头，通过挑起混乱推翻政府，这就给了军方重返权力的借口。 因此，埃及过渡政府

失败的教训是，在脆弱的过渡情况下，需要一个大联合政府而非一个赢者通吃的政

府。 这样的政府（大联合政府）会是混乱的，并将屡受民粹主义爆发的折磨，但它因

具备足够的包容性而强大”②。 与埃及形成对比的是，突尼斯在本·阿里政权倒台之

后，选举获胜的三个政党———伊斯兰复兴运动党、保卫共和大会党和争取工作与自

由民主论坛（ＦＤＴＬ）形成了右、中、左翼三大阵营，并组建民族团结政府，形成“突尼

斯模式”，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国内矛盾，有利于政权的平稳过渡。

第二，从身份认同的角度来看，埃及社会的结构性问题表现为，埃及社会被既有

的身份认同分歧所割裂。 政府到底是伊斯兰社会的先锋，还是世俗国家的前卫？ 如

果是前者，那么伊斯兰力量一旦上台执政，它就可以合法地采用各种有效手段击败

对手。 这种叙事显然与民主格格不入。 至于后者，世俗愿景虽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

义等多种叙事相兼容，但这些叙事实际上却并不都需要民主。 因为可行的民主方案

可能源自人们对彼此看法深入而缓慢的变化，政治分歧的各项参数只有以社会成员

一定程度的相互尊重为基础才变得可控，而埃及公民之间却缺乏这种意义上的相互

尊重。

·８８·

①
②

［英］保罗·科利尔：《埃及：民主有局限吗》，肖丹译，载《中国改革》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０ 期，第 ９０－９４ 页。
同上。



阿拉伯剧变后中东的政治发展： 困境与反思


第三，实现和解和重建公民间相互尊重的方式成为埃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 科利尔认为宗教信仰实际上不能作为相互尊重的基础，政治和解也不能长期有

效。 中东国家的现实表明，政治和解只是一个开始，而更多的事实证明，政治和解不

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因为政治的问题总是会因为政治主体的喜好发生变化，正如

埃及军队、世俗派和穆斯林兄弟会三者关系的角力所呈现的政治图景那样。 因此，

或许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共识才是和解的基础，只要民族内部无法建立起长期有效的

深层次社会心理和解，政治包容就不可能实现，动荡也会持续。

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国家或者民族整体的交往自觉，即关于发展的独立自主与坚

持道路自信的问题。 从 １９ 世纪中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主义的初步形成，到 ２０

世纪中期对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的艰辛探索，再到 ２１ 世纪初期全球化时代陷入经济

迟滞、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地区像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这

样长期处于迷茫、苦闷和彷徨状态。 正是在贫穷与耻辱交织、失望和怨恨共存的历

史进程中，中东的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发出了他们寻求民族独立、振兴国家、复兴文

化和宗教、追求民主的强音，汇成了一波又一波起伏激荡的社会革命和运动。 世界

近现代史表明，无论现代化原发国家还是外源型国家，只有坚持独立自主、可持续的

发展道路，以本国国情为基准制定长远可行的发展规划最终才能取得成功。 反观中

东地区，一些地区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仅连续遭遇挫折，而且长期处于依附地位，逐

渐丧失了自主发展的能动性。 国家发展道路至关重要，“走什么路，举什么旗”的问

题解决不了，国家的发展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 伊斯兰文明曾经的辉煌并不能掩饰

近代以来中东伊斯兰国家的长期衰落，它们始终没有找到一条独立自主且符合自身

实际的发展道路。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和 ６０ 年代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夭折后，中东伊

斯兰国家便处于长期被域外大国操纵的状态，且受到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冲击。

事实证明，“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道路同样不能促使中东从充满混乱

与动荡的文明迷思中清醒。 在埃及，纳赛尔提出的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没能走通，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所践行的新自由主义道路也没有走通，而穆兄会主张的伊斯兰主

义道路更是昙花一现。 埃及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努力寻找一条符合自

身国情特点的发展道路，并且坚定道路自信，是最为关键的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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